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和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

摘要：空间思维是人类重要的生存和生活技能，人的空间语言表达是空间思维的外在表现，探究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具有指导改善青少年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以及空间思维水平的实践意义。论文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提出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空间语言感知两个因素影响空间语言表达水平的假设。运用潜在空间语言环境量表、空间语言感知量表、空间语言表达量表对选取的222名样本进行测量，借助SPSS 25.0软件，运用偏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都有直接影响，其中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相对于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有更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发现，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感知也有明显的直接影响，进而发现空间语言感知在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和空间语言表达之间有着微弱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人的空间语言表达受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更为明显，而是否感知到环境中空间语言的存在对人的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较弱。研究启示在提升人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乃至空间思维水平方面，创造潜在的空间语言环境要比刻意提示空间语言的存在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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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空间思维是指运用空间概念和表征空间关系的工具对空间事物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的思维过程[1]，它涉及物体的位置、形状、关系和移动的路径。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情境下都会用到空间思维。例如重新摆放家具，或是根据图示来组装书桌，抑或依照地图来识别其所处的位置，对于到达目的地需要形成周边环境的心理地图等等。因此，空间思维是人类重要的生存和生活技能，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征之一，是人可以通过语言、地图、图表、草图和曲线图等符号来表征事物。空间语言是空间思维形成过程中一个有力的工具。幼儿通过空间语言，可以更好地学习空间关系。如理解空间词语(如“中间”等)的幼儿在完成空间任务上表现更好[2]；家长使用大量空间词语(比如里面、上面、角落等)的幼儿，空间思维发展得更好[2]。成人也可以通过空间语言来增强其空间思维，例如，“平行”这个词有助于我们辨识重要的空间概念[3]。空间语言表达是指个体运用空间方位词、空间维度词、空间形状词、空间属性词等特殊空间词汇来描述空间事物自身的空间属性、空间特征和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的过程[4-8]，它是空间思维的重要外在表现之一。探究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具有指导改善青少年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以及空间思维水平的实践意义。
早期空间语言表达的相关研究围绕静态的句法、词汇等语言学层面的问题展开[9-11]，之后学者认识到了空间语言与人类认知机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探究了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游戏环境如积木游戏[12-13]对空间思维有影响；成人的空间语言对幼儿的空间语言有影响[2,14-17]；成人对空间思维的了解[3,18]、成人的手势语言[19]对幼儿的空间语言有影响。另外幼儿的空间语言存在年龄[20]、性别[21]差异，幼儿自身的手势语言[22]也与空间语言有关。以上前三个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据此可以推断出环境中的空间语言是影响空间语言表达水平的稳定因素之一。
本研究将个体生活环境中的空间语言作为个体空间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是个体所处的存在空间语言的客观真实环境。环境中空间语言的客观存在可能引起两种结果：一是环境中的空间语言进入了个体的潜意识(又叫无意识)层面，参与了个人体的心理活动，但个体在不被提示的状态下，并不显性意识到空间语言本身和“空间语言”概念的存在[23]，环境中的空间语言作为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可能对个体的空间语言表达产生间接影响。二是环境中的空间语言进入了个体的意识层面，个体直接感知到了空间语言的存在，并且它们直接参与了个体的心理活动，环境中的这部分空间语言是个体感知到的空间语言，称为空间语言感知。
对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已有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学龄前人口(6岁及以下)[2,12-17,19-22]，这是因为年龄越小，受到的社会影响越少，如幼儿除了遗传和父母的因素外，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很小，其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因素机理是越简单的，因此率先探究幼儿群体理论上更有利于探究空间语言表达的机理。已有研究实证了父母这一环境因素对幼儿空间语言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他社会因素会如何影响人的空间语言表达尚未得知。青少年易受社会影响[24-25]，除了主要社会代理人——父母外，同龄人、教师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个体会观察和模仿重要他人的行为来学习新行为[26-29]。根据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模仿是人类内在的一种能力，可视为本能特征，人们可以模仿那些被认为在行为表现方面更有专长的重要他人的行为[29]。朋友是青少年空间语言社会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却很少受到关注，同龄人是会对青少年的个人规范和行为[28,29]产生影响的。例如，人们倾向于模仿那些和他们更相似的人的行为。同龄人在爱好、年龄和生活方式方面相似，他们会对彼此之间的个人规范和行为的形成产生强大的影响。幼儿希望在群体中被接受[30]，因此也可能会调整自己的个人规范和行为，以适应亲密的社会群体。而青少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校园中，因此教师、同学对他们的社会影响占一定的比例，这一视角是有别于幼儿的。教师作为学生道德品质、行为表率的重要的主动参考依据，因此教师的言行对青少年起着很大的影响[31]。而以上这些环境因素都可以是空间语言的载体，视为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的构成，进而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空间语言表达。因此提出假设1：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正向影响空间语言表达。
不同年龄段群体的语言发展特征不同，青少年空间语言表达既可能同时受影响幼儿的因素——父母等其他社会因素所影响，还需要关注青少年有别于幼儿的其他新特征，这些新的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指出，每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由于受其环境及文化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必然形成一种印象，这种由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的印象，就称之为环境感知[32]。因为人具备对生活环境的感知能力[33]，生活环境中有空间语言，因此人能感知环境中的空间语言。生活环境(潜在空间语言环境)中的空间语言越多，感知到的也就越多。而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认知的影响也有得到学者证实[16-18]。因此提出假设2：潜在空间语言环境与空间语言感知正向相关。
感知是人类发展最早的一种心理能力[34]。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处于感知运动阶段(0~2岁左右)、前运算阶段(2~7岁)的幼儿将感知内化为表象，建立了符号功能，可凭借心理符号(主要是表象)进行思维，但是此时感知发展水平是较低的，既不准确，也不稳定[34]，因此幼儿感知到的事物不一定真正进入意识层面或不一定真正参与个体心理活动，即感知在幼儿群体表现不显著。而青少年已经处于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他们可以明确感知具体事物，还能对其进行抽象的形式推理，即感知对青少年群体是不容忽视的。认知对于行为的影响，在行为地理学领域早已得到证实[31,35]，对于同一地理事象，个体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并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心理学家已广泛承认感知是人的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4]，人感知到环境中所存在的空间语言，由于模仿是人类的本能[29]，所以空间语言感知对个体影响最直接的行为就是基于模仿的空间语言表达行为。又青少年相对于幼儿而言，感知能够稳定地发挥作用，即空间语言感知在青少年群体的影响是需要关注的。因此提出假设3：空间语言感知与空间语言表达正向相关。
综上，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有显著的作用；并且潜在空间语言环境能够对空间语言感知施加正向影响，而空间语言感知又对空间语言表达有正向作用。本研究认为，对于具备感知能力的青少年群体[34]而言，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可能通过影响空间语言感知进而影响空间语言表达。因此，提出假设4：空间语言感知在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影响空间语言表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探究了幼儿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发展的机理，证实了环境会影响幼儿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相对幼儿而言，本研究以具备稳定的感知能力的青少年[34]为研究对象，运用自主开发的、内容效度和信度合格的空间语言表达量表、潜在空间语言环境量表和空间语言感知量表，采集222份高三学生有效样本的数据，基于偏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试图证实或探索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和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从青少年的角度研究空间语言表达的内在机制。
2 方法
2.1 评价指标和测量量表开发
2.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空间语言表达”的概念出发，根据空间语言编码手册[36]，参考Pruden学者编码的空间术语分类[2]，结合汉语词汇的特点，构建了包含空间方位词、空间维度词、空间形状词、空间属性词和空间关系词五类词汇的空间词汇表，如表1所示。本研究只将以下五类情况下的词归类为空间词汇：(1)空间方位词，描述物体、人和空间点的在空间中的位置的词；(2)空间维度词，描述物体、人和空间大小的词；(3)空间形状词，描述封闭的二维和三维物体和空间的标准或公认形式的词；(4)空间属性词，描述二维和三维对象、空间、人及其特征的特征和属性的词；(5)空间关系词，描述物体、人和空间点二者或者多者的相对空间关系的词。
表1空间词汇种类和具体词汇表
Tab.1 Spatial vocabulary types and specific spatial vocabulary
	类别
	空间词汇

	空间方位词
	上/上面/向上(Up), 下/下面/向下(down), 左/左边/左面/向左(left), 右/右边/右面/向右(right), 前/前面/向前(front), 东/东边/东面/向东(east), 西/西边/西面/向西(west), 南/南边/南面/向南(south), 北/北边/北面/向北(north), 外面/外边(outside), 里面/里头/里边(inside), 中间(middle), 两侧/两边(bothsides)

	空间维度词
	大(big/large), 小(tiny/little/small), 长(long), 短/矮(short), 高(tall), 宽(wide), 窄(narrow), 粗(coarse), 细(fine), 远(far), 近(near), 厚(thick), 薄(thin), 深(deep), 浅(shallow)

	空间形状词
	二维(2D shapes), 圆(circle), 椭圆(oval), 三角形(triangle), 矩形(parallelogram), 正方形(square), 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 菱形(rhombus)
三维(3D shapes), 球(sphere), 立方体(cube), 圆锥体(cone), 圆柱体(cylinder)

	空间属性词
	弯曲(bent), 边缘(edge), 侧面(side), 线条(line), 拐角(corner), 扁平(flat), 倾斜(oblique)

	空间关系词
	包含/包围/环抱(surround), 相接/靠近/紧邻/毗邻/邻近(close), 相离/相望/对面/对岸(opposite), 重叠/交叠/交叉(overlap), 对称(symmetry), 垂直/纵(vertical), 水平/横(vertical), 平行(parallel)


注：考虑到英汉语言的差异，表1为汉语和对应英语的编码表，其中英文词来自于Purden学者2011年的研究成果。
基于“空间词汇”，根据教育教学理论推演和经验基础，构建空间语言表达、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和空间语言感知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
表2 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指标及构成
	维度

	空间语言表达
	空间方位词表达水平
空间维度词表达水平
空间形状词表达水平
空间属性词表达水平
空间关系词表达水平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
	环境中空间方位词存在水平
环境中空间维度词存在水平
环境中空间形状词存在水平
环境中空间属性词存在水平
环境中空间关系词存在水平

	空间语言感知
	直接感知到客观环境中的空间语言
	对空间方位词的感知水平
对空间维度词的感知水平
对空间形状词的感知水平
对空间属性词的感知水平
对空间关系词的感知水平

	
	记忆中对环境中空间语言的印象程度
	对环境中空间方位词的印象程度
对环境中空间维度词的印象程度
对环境中空间形状词的印象程度
对环境中空间属性词的印象程度
对环境中空间关系词的印象程度


2.2.2 测量量表开发
以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为依据，开发了空间语言表达量表、潜在空间语言环境量表和空间语言感知量表。量表开发阶段自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主要经历理论演绎、形成初始版本、试测和修改完善形成正式版本等过程。
2020年12月在江苏省一所普通高中Y中学进行试测，回收的121份高三学生有效样本的测试数据显示(如表3所示)，三份初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分别为0.873、0.881、0.802，量表信度良好。运用结构因子探索法分析量表结构效度，根据试测数据修改，具体修改包括：(1)增删了测题，如结合因子分析结果，空间语言感知量表合并了集聚在考查“空间方位词”同一公因子的3道和经研究员认定内容相似的1道为1道测题即删除3道题，增加1道“空间属性词”测题；(2)修改了部分表述，如修改了潜在环境空间语言量表中测度教师的设问情境为课堂教学情境使其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范围；(3)调整了测题情境背景，重新选取了校园教室3D虚拟图(网络下载后改编)和生活街区实际景观图(网络下载)作为空间语言表达的任务性测评工具，并在图片中标上了方向标(如图1和图2)，保证其具备了丰富的空间词汇表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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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室场景3D虚拟图                  图2 生活街区场景实景图
Fig.1 3D virtual map of classroom scene         Fig.2 Real map of living block scene
最终形成了包含5、15、8道题的量表(量表如附件)，另设1道测谎题用于剔除测量过程中未认真参与的样本。运用Delphi方法[37]，根据专家咨询判断正式量表的内容效度。专家咨询的对象为5名专业人员，其中1名为高校地理教育方向的副教授，1名为中学地理教师，3名为高校地理教育方向的研究生。运用权威系数来确保专家的权威和咨询工作的严肃性。专家的权威程度用专家权威系数(Cr)表示，来自于专家的自我评价，一般认为Cr≥0.7即可表明专家意见可靠。结果显示，空间语言表达量表、潜在空间语言环境量表和空间语言感知量表的专家权威系数分别是0.84、0.8、0.86均大于0.7，说明参与本次内容效度评价的专家具备一定的权威性。邀请专家判断每道题目所测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效地反映了研究者预设的维度与测度内容，吻合度共7个等级(从1-“非常不吻合”到7-“非常吻合”)，结果显示空间语言表达量表、潜在空间语言环境量表和空间语言感知量表整体的内容效度平均得分分别是92.57分、91.81分、84.29分，均超过了78分的通过标准，说明三份量表的内容效度都是可接受的。
2021年2月在江苏省一所普通高中Z中学进行正式测试。测试数据显示量表质量提高，其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分别为0.864、0.783、0.766，证明了修改后量表的可靠性量表信度良好(如表3所示)。
表3测量量表的信度
Tab.3 The reliability of measurement scale
	测量量表
	测题类型
	修订前
项目数
	修订前
克隆巴赫系数
	修订后
项目数
	修订后
克隆巴赫系数

	空间语言表达
	自陈式
	7道
	0.802
	5道
	0.766

	
	任务式
	4道
	-
	2道
	-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
	自陈式
	21道
	0.873
	15道
	0.864

	空间语言感知
	自陈式
	13道
	0.881
	8道
	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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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空间语言，不管是进入潜意识的、个体无法感知的空间语言，还是个体能直接感知到的空间语言，都可以通过问题提示和个体反思进行识别。第一种情况即潜在空间语言环境，虽然空间语言当时只进入潜意识(无意识)层面，但当遇到测量工具中的提示性问题时，样本则可以通过反思，回顾环境中是否存在空间语言。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可以用个体能反思出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的空间语言的丰富度来衡量其水平。青少年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主要由家长、同龄人和教师这三个与青少年关系最密切的社会角色创造，用三者的空间词汇使用情况表征样本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水平。其中，把样本在班级里最好的朋友作为同伴群体影响力的代表，地理教师作为教师群体的代表。因此，潜在空间语言环境量表包含了对家长、最好的朋友和教师三者平时(面对样本时)空间词汇使用情况的调查，测量项目如“在坐出租车/在商场/在地铁站等情境中，我的家长能很清晰地描述行进路线”。不同角色依据场景不同，设问有所调整。样本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作答，共15道题，满分为75分，用得分除以75，再进行百分制转化，即样本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水平。
空间语言感知即进入了个体的意识层面的环境中的空间语言，个体能够直接感知到的，且它们直接参与了个体的心理活动。空间语言感知量表主要探查个体对环境中存在的空间语言所感知部分的数量多少。测量量表中既包含个体有意识寻找的空间语言，如“当我身处商场时，我会有意识地观察指示牌的方位指示”；也涉及个体对家长、最好的朋友和教师使用空间语言的印象程度，如“你对最好的朋友所使用的空间词汇有多大程度的直接印象”。样本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作答。量表共8道题，满分为40分，用得分除以40分，再进行百分制转化，即样本的空间语言感知水平。
2.2 正式测试样本和测试过程
参与正式测试的样本来源于江苏省普通高中Z中学的高三学生。Z中学2021届高三有9个班，该年级以选考科目作为分班依据，所有学生均选考了地理科目，本研究选取了2个物生地班(选考物理生物地理)、1个史生地班(选考历史生物地理)、2个理科混合班(选考物化地/物生地/物政地)作为调查样本，合计3种类型的共5个样本班级，样本基本可以代表该校的高三学生总体。
正式测试前，研究者首先就调查伦理问题向样本学校说明，同时提出调查申请，最终得到学校相关部门的认同和调查许可。调查实施开始后，先播放一段提前录制好的调查说明的视频，内容包含调查背景、调查邀请和问卷填写注意事项，组织者作出对样本所填信息进行严格保密的承诺，并说明学生遵循自愿参与原则。调查问卷由样本基本信息、空间语言表达自陈式量表、空间语言表达任务性测评工具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量表和空间语言感知量表组成，全程大约花费30分钟。各班的地理教师在现场进行样本招募和调查组织，但不对调查内容进行干预。所有招募对象均表示愿意参与调查，最终回收到238份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通过问卷测谎技术删除9份样本，另有信息不全样本问卷7份，也作删除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22份，有效率为93.3%。
问卷由研究员录入EXCEL软件，进一步借助SPSS25.0软件，采用偏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其中样本有124个男生，98个女生，而父母学历充分考虑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不同受教育水平，保证了样本的普遍性。
3 结果与讨论
3.1 数据描述性统计
    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样本空间语言表达水平较低，均值46.18分，最低22.90分，最高89.13分，存在显著的两极分化。样本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水平(68.42分)与空间语言感知水平(65.17分)平均得分显著高于空间语言表达水平(46.18分)。
表4 222份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4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222 valid samples
	
	满分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空间语言表达水平
	100
	22.90
	89.13
	46.18
	8.77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水平
	100
	41.33
	98.67
	68.42
	11.91

	空间语言感知水平
	100
	20
	100
	65.17
	12.57


为了确定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在性别、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和班级类型等样本人口学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在男女生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得到p=0.200>0.05，因此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在性别均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依次以母亲学历、父亲学历、班级类型为因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在母亲学历、父亲学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只在班级类型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01)，因此物生地班、史生地班或理科混合班的样本其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3.2 要素关系分析和假说验证
在控制班级类型的前提下，采用偏相关分析法研究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空间语言感知和空间语言表达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空间语言表达水平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r=0.627，p<0.01)、空间语言感知(r=0.421，p<0.01)呈显著正相关，潜在空间语言环境与空间语言感知(r=0.492，p<0.01)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空间语言感知、空间语言表达任意二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与理论预期的关系相一致。因果关系假说得到数据的证实。
表5 偏相关分析结果
Tab.5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
	空间语言感知
	空间语言表达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
	1
	
	

	空间语言感知
	0.492**
	1
	

	空间语言表达
	0.627**
	0.421**
	1


注：*p<0.05，**p<0.01，***p<0.001.
3.3 要素关系模型(线性回归模型)
偏相关分析确定变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变量间数量关系、找出合适的更高精度的数学模型，采用输入法，选择不同的变量进入模型。受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和空间语言感知影响外，空间语言表达水平也有个体属性的差异[24-27]。因此，为精确构建模型，在控制班级类型这一变量的前提下，以空间语言表达为因变量，以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和空间语言感知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线性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如表6)，排除班级类型的混杂干扰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有显著的正效应(B=0.414，p<0.001)，其假设1得到验证，此时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也有显著的正效应(B=0.100，p<0.05)，其假设3得到支持。由此说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是空间语言表达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有效预测指标，而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有微弱的解释力。


表6 回归分析的结果
Tab.6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模型
	非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t
	显著性
	VIF

	
	B
	标准错误
	β
	
	
	

	常量
	11.290
	2.799
	
	4.034
	0.000
	

	自
变量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
	0.414
	0.042
	0.562
	9.899
	0.000
	1.321

	
	空间语言感知
	0.100
	0.040
	0.143
	2.505
	0.013
	1.333

	控制变量
	班级
	物生地班
	1.935
	0.969
	0.110
	1.997
	0.047
	1.241

	
	
	史生地班
	-3.998
	1.226
	-0.179
	-3.262
	0.001
	1.236

	
	
	理科混合班
	0
	
	
	
	
	

	R2
	0.471

	F
	48.266

	P
	0.000

	因变量：空间语言表达


注：*p<0.05，**p<0.01，***p<0.001.
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了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空间语言感知正向影响空间语言表达者这2个假设，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检验的方式验证其余2个假设。在控制班级类型这一变量的前提下，采用海耶斯(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4(Model4为简单的中介模型)[38]来检验中介路径的显著性，即潜在空间语言环境(自变量，X)通过空间语言感知(中介变量，M)到空间语言表达(因变量，Y)的间接效应(a*b)是否显著异于零，若间接效应显著异于零，则中介效应显著。现实中很多抽样并不服从正态分布，Bootstrap方法不需要假设抽样的正态分布,而是通过反复抽样来估计间接效应及其抽样分布,并据此分布特征来估计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CI)[39]，因此许多学者建议使用该方法。本研究将Bootstrap再抽样设定为5000次运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宏。结果(见表8)表明，排除班级类型的混杂干扰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的预测作用显著(B=0.4136，t=12.6066，p＜0.001)，当放入中介变量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0.4649，t=9.8988，p＜0.001)。此外，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的直接效应(0.4136)及空间语言感知的中介效应(0.0512)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0.009,0.1025)的上下限不包含0(见表7)，因此认为中介效应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4649)的11.01%，同时得到中介效应链式图(如图3)。基于前文偏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加以中介效应的结果，共同佐证了四个假设均显著成立。


表7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Tab.7 Test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Y)空间语言表达
	(Y)空间语言表达
	(M)空间语言感知

	
	t
	p
	t
	p
	t
	p

	物生地班
	1.9973
	0.047
	2.2224
	0.0273
	1.4295
	0.1543

	史生地班
	-3.2615
	0.0013
	-3.0752
	0.0024
	0.9175
	0.3599

	(X)潜在空间语言环境
	9.8988
	0
	12.6066
	0
	8.2889
	0

	(M)空间语言感知
	2.5048
	0.013
	
	
	
	

	R2
	0.4708
	0.4555
	0.2499

	F值
	48.2662
	60.7928
	24.2146



表8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8 The breakdown table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on effect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效应占比

	空间语言感知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
	0.0512
	0.0239
	0.009
	0.1025
	11.01%

	直接效应
	0.4136
	0.0454
	0.3195
	0.4993
	88.97%

	总效应
	0.4649
	0.034
	0.399
	0.529
	



[image: wpp]
图3 中介效应链式图(*p<0.05，**p<0.01，***p<0.001)
Fig.3 Mediation effect chain diagram
3.4 讨论
3.4.1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具有强潜移默化的作用
偏相关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有正向影响(r=0.414，R2=0.471，p<0.001),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的直接效应为0.4136，占总效应的88.97%。环境所提供的信息是行为发生的基础，而环境本身又是行为发生的场所[40]，因此环境和行为不可分割，可以推断环境对行为具有强潜移默化的作用。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John B.Watson)提出的“刺激-反应学习理论”(“行为学习理论”)[41]，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别人的行为而获得新行为方式[26-28]，而研究已证实模仿是获得新行为的有效途径[34]，模仿的更多是自然状态下客观存在的空间语言即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在本研究中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包含了样本的家长、最好的朋友和教师三种角色的空间语言表达。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29]指出，人们可以模仿那些被认为在行为表现方面更有专长的重要他人的行为，如父母作为幼儿发展历程第一权威角色[42]，有别于幼儿的青少年群体还需考虑教师和同学等社会角色的影响，教师是有专业行为表现的权威人士[29]，而同龄人是会对青少年的个人规范和行为[29]产生影响的，如最好的朋友。因此，表征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的家长、最好的朋友和地理教师的空间词汇运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自身空间语言表达这一行为，并且效应是强的，这与Pruden学者证实的父母空间语言即环境因素对幼儿空间语言表达的正向影响[2]这一结论是一致的，使得该结论由幼儿拓展到青少年群体。
3.4.2 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感知具有较强的影响效应
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感知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B=0.4649，t=8.2889，p＜0.001)。文化地理学中的“环境感知”概念提到了身处环境中的个体，头脑中必然会形成所处环境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即感知到的事物与环境息息相关，这是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影响个体空间语言感知的理论基础，而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认知(包括感知)的影响也有得到学者证实[16-17,24-25]。青少年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越丰富，则自然而然他空间语言感知越丰富。
个体或群体直接地和真实地感知环境信息的过程，即是环境知觉，而这种感知是紧接着刺激发生的[40]。一方面，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提供了空间语言的客观条件，为人类感知空间语言创设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尽管多数研究支持了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间的高度相关性[43]，但行为意向始终不等同于直接行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出发，研究者指出准确的实施意向比行为意向更能预测实际行为，当情境线索出现，便会很容易达到激发单一实施意向的阈值，由此顺次激发，直到具体行为实施[44]。即当出现空间语言这一线索时，个体本身得有相应的实施意向，进而支配具体行为。换言之，潜在空间语言环境为感知空间语言提供了外在条件，还需加以实施意向的内在因素，二者共同作用，最终表现为空间语言感知。
在本研究中，潜在空间语言环境主要是对样本的家长、最好的朋友和教师三种角色空间语言表达的自我报告，如果三者的空间词汇使用越多，即为样本创造了较为丰富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样本接受到较强的空间语言的环境刺激，当他们同时具备感知的实施意向时，则感知到的空间语言也愈多。
3.4.3 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的影响甚为微弱
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B=0.0512，t=2.5048，p＜0.05)。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的微弱影响效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空间语言表达作为青少年的一种行为，受空间语言感知影响，这由行为地理学理论[31]提到的“认知影响行为”这一理论所支撑的。其次，个体感知到空间语言后不一定作出空间语言表达这一行为反馈，这是因为模仿是对他人所显示的行为及其特点进行有选择地重复或再现[34]，模仿的选择性意味着个体感知后不一定模仿，加以个体具有不同的实施意向，只有个体具备了模仿他人空间语言表达的实施意向[44]，才会做出模仿他人也进行空间语言表达这一实际行为，因此模仿受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更大，学生是否真正感知到空间语言对于最终的空间语言表达影响并不大。最后，这可能是因为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和空间语言感知二者本身有紧密关系，存在一定的自我解释性，也就是说空间语言感知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可能被潜在空间语言环境这个解释率更大的变量所覆盖而表现出微弱的中介效应值。学生空间语言感知越多，则他所表现出来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越高。虽然空间语言感知对学生空间语言表达水平的积极作用是微弱的，但在统计学上是具有显著意义的，是不容忽视的，这不妨碍假设2的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222份高三学生有效样本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偏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发现了空间语言感知部分中介了潜在空间语言环境与空间语言表达水平的正向关系。换言之，本研究探察了空间语言表达的认知机制，研究表明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对空间语言表达具有较强潜移默化作用、对空间语言感知有较强的影响，空间语言感知对空间语言表达的的影响效应较为微弱。
本研究暂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提供空间语言表达机制研究的实证案例，主要是因为成人受到的社会因素影响相对于青少年更多、更复杂，而且影响时间越长，未知因素作用时间就越长，在个体空间语言表达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效应就越明显，干扰难以消除，因素难以识别，共通性的规律还需要未来学界进一步研究，以期验证该规律的共通性，最终揭示人类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的内在规律。
4.2 建议
该研究成果对教师发展学生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及提高其空间思维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个体空间语言感知对其自身的空间语言表达只起微弱效应，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潜在空间语言环境的较强潜移默化作用。
该研究启示教师创设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充分利用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教师无须刻意突出空间语言表达的意义，比如一味地言语说教“你要多使用空间语言”这样的直接提醒，因为空间语言感知作用是微弱的，它还需要积极的实施意向叠加才能支配相应的实际行为，而真正发挥主效应的是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因此教师坚持身体力行，经常性地空间语言表达，创设一个空间语言表达丰富的潜在空间语言环境，学生自然而然地模仿，该环境自然就会潜移默化地正向且有效地促进个体的空间语言感知与空间语言表达，而当学生空间语言表达水平提高时，再作用于其他学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空间语言表达在自我输出和输入两环节都起促进作用，最终有助于发展学生的空间语言表达水平及提高其空间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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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language perception on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Abstract：Spatial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survival and living skill of human beings. Human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is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spatial thinking. That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is not only a scientific problem, but also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guide u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spatial thinking of teenage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deduc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language perception affect the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Using the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scale, spatial language perception scale and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scale to measure the 222 samples then utiliz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via SPSS 25.0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language perception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of which the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Besid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spatial language perception and the spatial language perception has a weak mediating impact between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human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is more imperceptibly influenced by the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while whether they perceive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language in the environment just has a weak impact on people's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human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even spatial thinking , creating a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deliberately reminding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language.
Key words：spatial thinking; spatial language expression;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spatial language perception; behavio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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